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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本文以江苏省阜宁县 654 位生猪养殖户为案例,借鉴行为概率的定义与内涵,选取影响生猪养殖户

病死猪处理的影响因素,采用仿真实验的方法,模拟影响因素在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过程发

挥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等因素

的变化均会导致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改变,并且某些因素的改变与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

择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本文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根据仿真实验的分析结果为政府从源头上治理病死

猪流入猪肉市场的乱象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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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 年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为 38郾 7kg,占全球猪肉消费总量的 50郾 2% [1],在中国猪肉既是最普

通的食品,也是城乡居民在牛肉、羊肉、禽类与水产品等动物类制品中最偏爱的食品。 因此,猪肉的安

全对中国本土的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近年来病死猪肉在国内市场

上频繁出现,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2]。 虽然病死猪是生猪养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3],且
猪肉市场上出现的病死猪也并非一定由生猪养殖户所为,但作为产生的源头,生猪养殖户病死猪的处

理行为与市场上出现的病死猪肉显然具有相关性。 本文选取影响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

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在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对强化具有病死猪

处理负面行为的养殖户集合群体的监管,治理猪肉市场中频现的病死猪肉现象,维护猪肉的市场秩

序,保障猪肉安全具有重要的价值。
病死猪是生猪养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废物流。 必须基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并充分估计

可能潜在的微生物威胁科学处置病死动物尸体[4-5],任何处理方法均不应该导致病死猪的疾病传播

与产生环境污染[6-7]。 为了科学处置病死猪,我国农业部颁布了一系列的规定,要求生猪养殖户对病

死猪采取无害化的处理技术。 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属于农户行为选择的范畴。 大量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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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农户的选择行为不仅受其基本特征淤的影响[8-10],客观上也受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的

影响[11-12]。 因此,本文在考虑生猪养殖户基本特征在其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过程中发挥基本作用的

同时,将外部环境因素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纳入研究框架,并据此探讨政府监管生猪

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现实路径。 这是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确保猪肉市场安全与保护生态环

境难以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1.样本选择

摇 摇 基于研究需要及可操作性,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生猪养殖户的基本信息和病死猪

处理行为等相关数据。 本文以江苏省阜宁县为案例展开调查。 调查问卷主要基于现有的文献来设

计,并采用封闭式题型设置具体问题。 之所以以阜宁县为案例,主要是阜宁县是全国闻名的生猪养殖

大县,连续 15 年卫冕江苏省“生猪第一县冶,素有“全国苗猪之乡冶之称。 2011 年、2012 年该县生猪出

栏量分别为 157郾 66 万头、166郾 16 万头,生猪养殖是当地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江苏省阜宁县的调查于 2014 年 1—3 月陆续进行。 调查之前对该县下辖的罗桥镇、三灶镇的

龙窝村、双联村、新联村、王集村等四个村的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户展开了预调查,通过预调查发现问

题并修改后最终确定调查问卷。 调查面向阜宁县辖区内所有的 13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择一个农户

收入中等水平的村,在每个村由当地村民委员会随机安排一个村民小组。 在 13 个乡镇共调查 13 个

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家庭数量不等,以 40 ~ 60 户为主),共调查了 690 户生猪养殖户,获
得有效样本有效调查 654 户,样本有效比例为 94郾 78% 。 在有效调查的 654 养殖户中,生猪的养殖规

模在 1 ~ 1000 头之间不等。 在实际调查中,考虑到面对面的调查方式能有效地避免受访者对所调查

问题可能存在的认识上的偏误且问卷反馈率较高[13-14],本调查安排经过训练的调查员对生猪养殖户

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调查。
2.统计分析

从有效样本来分析,受访的生猪养殖户(简
称受访者)具有如下基本统计特征:男性的比例

高于女性,占样本总量的 59郾 2% ;年龄以 45 ~ 64
岁为主;受访者多为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家
庭成员结构以 5 人及以上之家为主,占比为

51郾 4% ; 66郾 1%的受访者表示养猪收入占家庭

总收入的比重为 30%及以下。
表 1 显示,在受访的 654 位养殖户中,生猪

养殖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占比为 67郾 0% , 且

73郾 9%的受访者的养殖规模低于 50 头;占样本

总量 58郾 3%和 62郾 8%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政策

与相关法律法规、生猪疫情与防疫非常不了解,
显示出较低的认知水平。

表 2 反映的是受访者的病死猪处理行为。
在养殖过程中遭遇病死猪时,24. 3%的受访者并

没有采用无害化的方式处理,成本原因是养殖户

不采用无害化方式处理病死猪的主要原因。 这

表 1摇 影响养殖户的基本特征描述

统计特征 分类指标
样本数
(人)

有效比例
(% )

病死猪负面
行为处理
比例(% )

养殖年限 1 年以下 0 0. 0 0. 0
1 ~ 3 年 87 13. 3 13. 8
4 ~ 6 年 42 6. 4 14. 3
7 ~ 10 年 87 13. 3 20. 7
10 年以上 447 67. 0 28. 1

养殖规模 50 头以下 483 73. 9 30. 4
50 ~ 100 头 102 15. 6 11. 8
101 ~ 500 头 54 8. 3 0. 0
501 ~ 1000 头 15 2. 3 0. 0
1000 头以上 0 0. 0 0. 0

政府政策与 非常不了解 381 58. 3 35. 4
相关法律法 不了解 135 20. 6 11. 1
规认知程度 一般 33 5. 0 9. 1

比较了解 96 14. 7 6. 3
非常了解 9 1. 4 0. 0

生猪疫情及 非常不了解 411 62. 8 34. 3
防疫认知 不了解 51 7. 8 23. 5

一般 147 22. 5 4. 1
比较了解 30 4. 6 0. 0
非常了解 15 2.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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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结果佐证了生猪养殖户是经济理性行为

人,与现有文献报道相似[15-16]。
3.变量设置

影响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因素众

多,除本文调查的因素外,病死猪的体重、无害化

处理设施的健全性与便捷性、无害化处理补贴的

发放效率以及负面处理病死猪的便利性等因素

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养殖户对预期收益的评估,

表 2摇 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描述

统计特征 分类指标
样本数
(人)

有效比例
(% )

是否无害化处理病死猪 是 495 75. 7
否 159 24. 3

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原因 怕麻烦 33 20. 8
考虑成本 99 58. 5

无相关设施 30 18. 9
其他 3 1. 9

导致生猪养殖户对相同的病死猪处理行为的预期收益产生很大的偏差。 但本文对阜宁地区养殖户的

调查发现,当地绝大多数生猪养殖户几乎没有无害化处理设备,病死猪采用深埋的方式处理,且深埋

地点大多为养殖户自家的田地;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补贴均通过防疫站发放,且受访者表示补贴发放相

对及时。 当地的养殖模式为养殖户出售病死猪提供了机会。 为了简化研究问题,本文仅基于孙绍荣

等[17]归纳的影响人们对行为选择预期收益评价的因素主要为路径状态造成的成本差异与认知偏差,
最终选取了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与生猪疫情及防疫认知四个因素。 事

实上,对阜宁县的调查结果也证实这四个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养殖户病死猪的处理行为。
表 1 显示,养殖年限越长,养殖户负面处理病死猪行为的比例越大。 这一结果与张跃华、邬小

撑[18]和虞祎等[19]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养殖规模越大,养殖户负面处理病死猪行为的比例越小,这与

Kafle[20]和 Ithika 等[21]关于养殖规模是影响农户行为选择因素的研究结论相吻合;政府政策与相关

法律法规的认知和生猪疫情与防疫的认知影响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选择,表现为认知程度越大,
养殖户采用负面处理病死猪的可能性越小。 这一调查结果与周力等[22]、张贵新等[23]、Vignola 等[24]

和 Launio 等[25]关于农户认知水平与其行为选择之间具有相关性的研究结论一致。 事实上,除生猪养

殖户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外,实际的政策环境对养殖户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已有研究已表明,政
府的补贴因素、政府监管力度及处罚力度均显著影响生产者的行为选择[26]。

三、生猪养殖户行为选择的理论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摇 摇 养殖户处理病死猪的方式众多,但本文重点研究影响因素在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

过程发挥的作用,因此,为简化起见,本文将生猪养殖户病死猪的诸多处理行为简单划分为无害化处

理行为(正面行为)与负面行为淤两大类,并作出如下的基本假设。
(1)假设生猪养殖户对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行为(a1)和负面处理行为(a2)不存在选择时间的先

后问题,生猪养殖户对病死猪处理方式在同一时空点上能且仅能选择一种行为。
(2)假设生猪养殖户遵循“成本—收益冶的逻辑处理病死猪。
(3)根据机会成本的概念,假设生猪养殖户处理病死猪的负面行为主要指非法出售病死猪。
(4)假设生猪养殖户的负面行为不具备隐藏性。
2.养殖户行为选择的原理

病死猪处理行为的预期收益是由生猪养殖户基于自身的判断而获得。 虽然研究假定生猪养殖户

是理性行为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猪养殖户均能清晰地权衡期望收益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27]。 因

此,对病死猪相同处理行为的期望收益,不同养殖户的估算结果不同,因而影响其行为选择。 与此同

时,生猪养殖户的行为选择不仅受内部经济压力的影响[28],而且道德和社会因素也影响其行为决

策[29-30]。 在外部环境中,政府监管力度是影响养殖户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31]。 文中采用对生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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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户的抽查比率来反映政府的监管力度。 无害化处理与负面处理两类行为的预期收益公式分别为:
u(a1) = I1 + P - Cw (1)

u(a2) = (1 - b) I2 + b*( I2 - Cg - Cs) (2)
在(1)、(2)式中,u(a1)、u(a2)分别为生猪养殖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出售病死猪的负面

行为的收益;I1、I2 分别为无害化处理病死猪后所获得的正常收益、出售病死猪所到得的收益与节约

的处理成本;P 为生猪养殖户做出无害化处理行为时受到社会的赞扬与自己道德、良心的精神收益;
Cw、Cg、Cs 分别为生猪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成本、病死猪负面处理行为被发现后的处罚与付出

的社会成本(名誉的损失、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良心的谴责);b 为政府抽查的比例。
3.变量属性描述

养殖年限实际反映的是生猪养殖户的从业经验[32],养殖户的养殖年限越长,则从业经验越丰富,
从而对相同病死猪处理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判断越精准;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存在规模边际

效应,故小规模养殖户选择无害化行为处理病死猪的成本高于大规模的养殖户[33];生猪养殖户对相

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对生猪疫情与防疫普遍缺乏认知时,会导致其认为选择的负面行为完全符合自身

利益[34]。 可见,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均影响养

殖户对病死猪处理行为的预期收益判断。 因此,在行为概率模型中引入变量 茁i1、茁i2、茁i3、茁i4分别表示

生猪养殖户的养殖年限、养殖规模、生猪养殖户对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程度以及对生猪疫情

与防疫认知程度。
4.行为概率模型的构建

关于行为期望收益和行为概率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17,36-37]。 因此,根据基

本假设及变量的设置,构建如下的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概率模型。

pi(a +) = e{茁i0+(茁i1+茁i2+茁i3+茁i4)ui(a1) -(茁i5+茁i6+茁i7+茁i8)ui(a2)}

1 + e{茁i0+(茁i1+茁i2+茁i3+茁i4)ui(a1) -(茁i5+茁i6+茁i7+茁i8)ui(a2)}

pi(a -) = 1 - pi(a +

{
)

(3)

在(3)的行为概率模型中,茁 ij是回归系数,i沂[1,2,…,N],其中 N 为样本总量,由于影响生猪养

殖户对相同病死猪处理行为期望回报评估的因素个数等于 4,故 j沂[1,2,…,8];茁 i0沂(-肄 ,+肄 )且
茁 i1,茁 i2,…茁 ij…茁 i8均大于 0,故在行为概率模型中 ui(a2)前面的符号为负,表示 pi(a1)随着 ui(a2)的
增加而降低。 这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生猪养殖户选择任何一种病死猪处理行为均存在机会成本。

茁 i0的意义在于当生猪养殖户对两种行为期望收益的估算均为零时,即当 ui(a1)= ui(a2)= 0 时,
生猪养殖户选择某种行为的概率。 此时养殖户的行为选择没有任何利益的驱动,是完全自发产生的。

四、研究方法

采用计算仿真实验的方法,检验养殖户的基本特征与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之间是否为表 1 所示

的关系。 通过改变养殖年限(茁i1)、养殖规模(茁i2)、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茁i3)、生猪疫情与

防疫认知(茁i4)等参数的不同取值,来模拟养殖户在不同条件下对病死猪处理行为的选择。 实验参数

与相关规则如下:
摇 摇 (1)假定生猪养殖户分布在一个 20伊20 的正

方形区域内,且区域内已事先存在一些环境参数

(见表 3)。
(2)计算仿真实验开始前,生猪养殖户的位

置是随机分布在界面之中。
(3)生猪养殖户的“视力冶值。 已有研究显

示,农户的行为决策受制于周围群体的影响[38-39]。

表 3摇 实验参数

模型参数 参数值

模拟界面范围 20伊20
生猪养殖户的样本总量 100

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养殖户 1
负面行为处理的生猪养殖户 -1

没有生猪养殖户 0

因此,在计算仿真中需要考虑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视力冶是生猪养殖户获取周围资源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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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开始时设定所有生猪养殖户的“视力冶值均为 2,即表示每个养殖户均拥有获取前后左右 2伊4 个

方格内的“邻居冶状态的能力。 根据其“视力冶范围内“邻居冶的状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选择。 如

果养殖户本身选择负面处理病死猪行为,当“视力冶范围内参数值的和臆0 时,则保持自身原来的行为

选择(如果自身本来选择的是无害化处理行为,则相应改变选择);当其“视力冶范围内参数值的和>0
时,则改变自身行为(如果自身本来选择的是无害化处理行为,则保持自身原来的选择)。

(4)生猪养殖户的期望收益。 由公式(1)、(2)可计算生猪养殖户在某一时刻其行为的期望收益。
我国农业部规定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后可获得政府补贴,基于阜宁县访谈的结果,I1 的值取为 0郾 8 ~
1郾 8 之间的任意值(单位百元);现阶段生猪无害化处理(深埋)所需的实际成本约为 120 元[40],由于

养殖规模对处理成本有直接影响,故 Cw 取值为 1郾 2 / 茁i2(单位百元)。 前文所述,病死猪的体重影响出

售病死猪的收益,参考我国目前市场上病死猪的收购价格,养殖户出售病死猪的收益在 300 ~ 500 元

之间[41],加上无需深埋节约的成本,所以 I2 是在 4郾 2 ~ 6郾 2 区间均匀分布(单位百元);P 为生猪养殖

户做出无害化处理行为时受到社会的赞扬与自己道德、良心的精神收益,为了计算方便,P 取值为 琢伊
I1;养殖规模大的生猪养殖户更加注重声誉,因此,琢 的取值与 茁i2有关。 为了确保 琢 取值为整,令 琢 =
茁i2;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选择负面行为处理病死猪的养殖户将予以 3000 元以下的处罚,为便于

计算 Cg 的初始值取 25(单位百元);Cs 为社会成本与 P 相对,即 P=Cs;根据本文的调查,政府对生猪

养殖户抽查的力度大约为一年 2 次,即 b 的初始值取 0郾 2。
(5)生猪养殖户的基本特征。 参考表 1 的 5 分制量表,假定 茁i1、茁i2、茁i3、茁i4的取值区间为[1,5],

“1冶代表“养殖年限为 1 年以下冶,“5冶代表“养殖年限为 10 年以上冶;同理养殖规模的大小、政府政策

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和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程度也用 1—5 的整数来表示。 由于无害化处理和

负面行为处理是相互独立的行为,故 茁i5、茁i6、茁i7、茁i8与 茁i1、茁i2、茁i3、茁i4之间存在如下的关系:
茁i1 + 茁i5 = 5
茁i2 + 茁i6 = 5
茁i3 + 茁i7 = 5
茁i4 + 茁i8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5

(4)

(6)茁i0、茁i1、茁i2、茁i3、茁i4的初始值。 根据 茁i0的意义与生猪养殖户正直善良的本性[42],并考虑公式

(4),茁i0的取值为 10,茁i1、茁i2、茁i3、茁i4则按照表 1 中占受访者比重较大的基本特征取作初始值,即 茁i1、
茁i2、茁i3、茁i4分别取 5、1、1 和 1。

依据表 3 的实验参数,运行规则,通过计算公式(1)、(2)和(3)编写计算仿真程序的基础上,代入

参数初始值。 运行程序,检验仿真程序及各参数值设置的合理性后,开始仿真实验。 在仿真结果图

中,黑色线条表示养殖户选择出售病死猪的比例,灰色线条表示无害化行为发生的比例。
当 茁i0、茁i1、茁i2、茁i3、茁i4分别取 10、5、1、1、1 时,模拟结果显示,选择出售病死猪的比例约为 30% ,这

一结果略高于表 2 中的 24郾 3% ,与表 1 中的 28郾 1% 、30郾 4% 、35郾 4% 、34郾 3%均接近,表明仿真的结果

是可信的。 仿真结果与调查结果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 茁i1、茁i2、茁i3、茁i4的模拟取值与被调查的生猪养

殖户的真实基本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还有部分原因是生猪养殖户利益诉求所造成的。

五、仿真结果分析

(1)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影响。 由于样本中没有养殖年限低于 1 年的养殖户,
所以在仿真中排除了当 茁i1 =1 时的情景,即模拟 茁i1分别取 2、3、4 和 5 时,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的行

为选择,并将模拟结果与表 1 中对应的数据进行比较。 对比图 1 中的(a)、(b)、(c)和(d)发现,生猪

养殖户选择出售病死猪的比例分别约为 15% 、18% 、25% 、33% ,此模拟结果与表 1 中的 13郾 8% 、
14郾 3% 、20郾 7% 、28郾 1%较为接近,趋势也较为吻合。 表明养殖年限对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

具有正向影响,即养殖年限越长的养殖户越倾向于选择出售病死猪。 这一结果与张跃华和邬小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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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

图 1摇 养殖户在不同养殖年限条件下其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变化过程

(2)无害化处理政府补贴政策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影响。 我国农业部为鼓励养殖户

无害化处理而制定了相关补贴政策,规定养殖规模在 50 头以上者无害化处理病死猪后即可获得当地

政府 80 元的补贴。 但模拟结果显示,政府未发放补贴固然是影响养殖户采取负面行为的原因,但并

非是关键因素,因为有无补贴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行为选择影响不显著。 基于此,对养殖户

选择负面行为处理病死猪的研究不能从单个因素来分析,需要综合全面地考虑。 由此可见,在 2013
年“黄浦江死猪冶事件爆发时,媒体与相关研究学者将深层原因归结为政府未发放无害化处理补贴,
并非完全准确。

(3)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影响。 与养殖年限类似,样本中没有养殖规模大于

1000 头的养殖户,故排除 茁i2 =5 的情景。 茁i2分别取值为 1、2、3 和 4 时,选择出售病死猪的比例分别约

为 35% 、15% 、0% 、0% ,此结果与表 1 中的 30郾 4% 、11郾 8% 、0郾 0% 、0郾 0%大致相当。 图 2(a)和 2(b)
显示了当 茁i2从 1 提高到 2 时,养殖户对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变化情况。 对比 2(a)与 2(b)发现,养
殖规模从低于 50 头发展到小规模(50 ~ 100 头),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行为的人数显著增

加。 图 2(a)、2(b)和 2(c)比较显示,养殖规模对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行为具有正向关系。 这一结

论与张雅燕[43]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 但对比图 2 中(c)和(d)发现如下的规律,提高养殖规模并非

总能增加选择无害化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养殖户数量,当养殖规模发展至一定程度(茁i2 = 3)时,养殖户

均将选择无害化的行为方式处理病死猪;如果再继续扩大养殖规模(茁i2 = 4),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

行为的概率不再发生变化,即养殖规模对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行为不仅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而且具有临界线性相关性。 此结果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养殖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养殖户均注重声誉

与名声且负面行为易被发现,故其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趋于无害化。 此外,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
行为概率模型中,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并不仅受养殖规模单因素的影响。 显然,本文关于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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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较张雅燕等[43]相关文献的研究更合理。

图 2摇 养殖户在不同养殖规模条件下其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变化过程

(4)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影响。 由于 茁i3取值 3、4 时,曲线

图对比很不明显,且表 1 中养殖户对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有一般了解(茁i3 = 3)和比较了解(茁i3 =
4)时,病死猪负面行为处理比例之间差异仅为 2郾 8% ,故排除 茁i3等于 4 时的情况,模拟 茁i3分别为 1、2、
3 和 5 时,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 比较图 3(a)、3(b)、3(c)和 3(d)发现,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

法规的认知对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是呈正向关系,即养殖户对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

知程度越大,其越倾向于采用无害化的方式处理病死猪。 这与王瑜、应瑞瑶和黄琴等对相关内容研究

得出的结论较为相似[44-45],也吻合本文的调查结果。
图 3(a)显示了当养殖户对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非常不了解(茁i3 = 1)时,选择出售病死猪养

殖户的比例约为 38% ,这与表 1 中的 35郾 4%较为接近;图 3(b)显示了当 茁i3 = 2 时,即养殖户对政府

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时,选择出售病死猪养殖户的比例约为 25% ,这个结果远大于表 1 中的

11郾 1%的统计性数据,但接近养殖户对生猪疫情与防疫一般了解时的 23郾 5% ;当养殖户一般了解法

律法规(茁i3 =3)时,选择出售病死猪养殖户的比例约为 12% ,与表 1 中的 9郾 1%又较为接近。 故出现

茁i3 =2 时的结果偏差很可能是:当 茁i3 =2 时,各个参数值较真实生猪养殖户的基本特征存在较大的误

差,但此仿真的结果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5)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影响。 图 4 显示了随着养殖户对生猪疫情

及防疫认知程度的提高,其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变化情况,比较图 4(a)、4(b)和 4(c)发现,生猪疫

情与防疫认知对养殖户选择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是呈正向关系,这一结果与闫振宇等[46]对相关研究主

题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 对比 4(c)和 4(d)发现,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提高并不能总是增加养殖户

无害化处理的比例,当养殖户对生猪疫情与防疫比较了解(茁i4 = 4)时,养殖户均将选择无害化处理病

死猪,这可能是当养殖户对生猪疫情的危害及防疫重要性较高认知时,养殖户将不再顾忌眼前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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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养殖户在不同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条件下其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变化过程

图 4摇 养殖户在不同生猪疫情及防疫认知条件下其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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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自身长远利益相符的行为。 且再进一步提高认知,行为选择也不发生改变,即生猪疫情与防疫

认知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具有临界线性关系。
(6)政府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影响。 基于基本假设和调查数

据,成本和收益影响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 由于政府监管力度(b)和处罚力度(Cg)的变化均

影响养殖户负面病死猪处理行为的期望收益,故模拟监管力度(b)和处罚力度(Cg)不同情况下,生猪

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变化。 图 5(a)和 5(b)显示了在处罚力度相同的条件下,政府监管力

度 b 从 0郾 2 增强至 0郾 25 时,选择出售病死猪的养殖户数量显著减少,这与 Wu 等[31]研究得出的政府

监管力度影响生产者的负面行为的结论较为吻合。 比较图 5(a)和 5(c)发现,在政府监管力度相同

的条件下,处罚力度(Cg)从 25 增加至 30,选择出售病死猪的养殖户数量明显减少,5(b)和 5(c)的结

果显示,处罚力度与监管力度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具有相同的作用。 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
政府对养殖户监管力度越大,则养殖户负面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越大,付出成本的概率也越大;处罚力

度越大,则养殖户负面行为付出的成本越大。 因此,在此情景下,生猪养殖户的行为越趋向于采用无

害化的处理方式处理病死猪。

图 5摇 不同监管力度与处罚力度对养殖户行为选择的变化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调查发现,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等生

猪养殖户四个基本特征,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其病死猪处理行为的选择。 基于此,本文将生猪养殖户

的基本特征因素纳入行为概率模型中,运用计算仿真实验的方法,模拟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

择的变化过程,检验了调查中发现的影响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生猪养殖户基本特征因素在其行为选择

过程中作用发挥的程度。 研究发现,计算仿真实验的结果与实证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养殖年限对生猪

养殖户选择负面行为处理病死猪具有正向影响。 养殖规模与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之间并非为

简单的线性关系,当生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在 1 ~ 500 头的区间内,养殖规模越大,生猪养殖户选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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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行为处理病死猪的概率就越小;当养殖规模大于 500 头,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影响

有限,甚至不再影响且其处理行为均选择无害化处理。 养殖户选择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的概率随

着其对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生猪疫情及防疫认知对养殖户选择无害化

处理行为不仅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临界点,临界点为养殖户对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比较了解,养殖

户在此点后均选择无害化的处理方式。 政府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政策、政府监管力度和处罚力

度对养殖户处理行为选择均有影响,但政府的监管与处罚力度更奏效。
本文研究结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追求期望收益是生猪养殖户选择负面行为处理病死猪最直接、

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现阶段政府要加强对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监管力度,且监管的对象主

要为生猪的分散养殖户与中小规模的养殖户,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发展适度规模的生猪养殖户;与此

同时,政府要加大对病死猪采取负面处理行为的生猪养殖户的经济惩罚力度,提高其负面行为的成

本,遏制病死猪负面处理行为的“破窗效应冶(Break Pane Law)淤;养殖年限越长的生猪养殖户越能清

晰地判断不同行为病死猪处理的预期收益,故政府可按养殖年限的长短,对生猪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行为予以不同程度的补贴;生猪养殖户对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和对生猪疫情及防疫

的认知在其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在生猪养殖密集地区开展政

策与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生猪疫情危害性与防疫措施的宣传,解决政府政策与生猪养殖户间“一公

里冶现象,逐步提升生猪养殖户的政策法规认知与自身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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